
“审蒋”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

张　伟

　　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“逼蒋抗日”的策

略方针,学术界仍有人认为,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,

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;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,

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, 即由“审蒋”, 到

“保蒋安全”, 再到“释蒋”的变化,这种变化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

方针没有矛盾,只是对和平解决方针的完善。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

商榷。事实上,在“保蒋安全”的策略提出以前, 即西安事变爆发的

最初 6天中, 中共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还不能真正称得上是

和平方针,这是因为,如果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将蒋“交人民公审”,

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和平解决的。

　　先从国民党方面来看。西安事变爆发时,蒋介石的权力已达到

顶峰,有着较巩固的统治基础。事变只是扣押了蒋介石和他的一些

高级将领,而他的军事力量照旧保存着。南京政府随时都可能进攻

西安,而西北三方在军事上处于明显的劣势,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止

战争。一旦内战爆发, 团结抗日就成了空话。这是因为, 蒋介石虽

然被扣,但他仍然是南京政府领袖,只有他才能够制止何应钦的讨

伐,也只有他才能够统率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。

　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地位,反映在西安事变后,尽管南

京方面在营救蒋介石的方法上分裂为主战、主和两派,但双方都希

望张、杨释蒋返宁。冯玉祥早在12月 14日便请当时在南京的马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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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,“以私人名义, 请张学良早日护送介公返京”。 孔祥熙也于 17

日致电张、杨:“最好兄能伴介公南返, 或至太原, 共同计议⋯⋯盖

劫持领袖逾久,吾兄所负责任逾重⋯⋯国家民族之存亡, 系于兄之

一念。” 事变后主张讨伐的何应钦也曾致电张学良:“若不释出委

座,实无以释群疑而平公愤。仍盼即日护委座南来。” 国民党其他

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虽有各种不同的表态,但“要求放蒋,成为

一致的呼声”。!这些情况表明正是在蒋介石被扣这个问题上形成

了南京与西安之间的严重对立,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,是对蒋

介石的处置问题。这正如 1937年3月毛泽东对史沫特莱所说:“如

果没有 12月 25日张汉卿送蒋先生回京一举⋯⋯则和平解决就不

可能,兵连祸结,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。”∀

　　再从共产党方面看。“审蒋”的口号与中国共产党“逼蒋抗日”

的既定方针也是矛盾的。西安事变前, 中共中央制定了“逼蒋抗

日”的策略方针, 明确指出: “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, 是日本帝

国主义, 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,‘抗日

反蒋’的口号, 也是不适当的。”“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。”#

这一方针的依据, 正如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认识, 即蒋介石为国民党

及南京政府的最高领袖,他统率着全国最多的军队, 把握着全国主

要的经济力量,抗日无蒋,“将令日冠之侵略易于实现,此汉奸及亲

日派分子所企祷者”。∃ 在这种情势之下,中共“逼蒋”的目的也是

十分明确的, 即“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,

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,实行抗战,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,以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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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”。 显然,当时中共已经把蒋看成

是抗日统一战线要争取的重要对象。

　　但是,西安事变的爆发,却出乎中共的意料。张、杨突然扣蒋,

无疑给中共带来了处置蒋的一次绝好机会。12月 13日, 中共中央

讨论事变的第一次会议上,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:“蒋最近立场虽

是中间的立场,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。”他主张“要

求罢免蒋介石,交人民公审”。 “审蒋”的目的当然不再是逼其“毅

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”, 率领全国抗日,而是将其排除于抗

日统战之外,并“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, 控制南京”。尽管“审

蒋”已经超出了“逼蒋”的限度,但这种主张却为多数人所赞成。15

日,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政府,明确表示:“公等(南京国民党、国民

政府诸先生)而果欲自别于蒋氏, 复欲自别于亲日派,谓宜立下决

心,罢免蒋氏,交付国人裁判⋯⋯” 这里, “审蒋”的意思也是非常

清楚的。

　　上述情况表明,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最初几天,中共内部多数人

赞成“审蒋”的主张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, 这就是“审

蒋”的原由并非是因蒋代表了亲日派,而是因为他不肯放弃“剿共”

的政策。毛泽东提出“审蒋”主张的同时,明确认为“蒋最近立场”

“是中间的立场”; 红军将领致南京政府电中,也把蒋氏和“亲日派”

分别开列,以示两者区别。这些提法,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未改

变事变前对蒋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到抗日方面来的估计, 而这种

认识也正是后来迅速转到“保蒋安全”、“释蒋”策略的基础。但是,

“审蒋”毕竟是打算从抗日统一战线中剔除蒋介石, 这不能不说是

对原先的建立“全国各党、各派(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)抗日统一战

线”! 提法的一种重大变更,与“逼蒋抗日”的方针存在着严重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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盾。而事实上,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将“抗日反蒋”的口号改为

“逼蒋抗日”的口号,其依据就是蒋介石表现出了抗日倾向,尽管他

在处理完两广事变后腾出手来全力进攻红军(这直接导致了西安

事变) ,但是他与日本的矛盾并没有改变。因此, 西安事变后, “审

蒋”的策略是不合适的,它违反了中共“逼蒋抗日”的初衷。

　　最后从张、杨方面来看。“审蒋”的策略,与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

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相符。张、杨二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,是从民

族利益出发, 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,领导全国抗日。张学良在事变

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, 将这个目的说得很清楚: 发动事变是

“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”, “迫其(指蒋介石)释放爱国分子,改组

政府” , 以行抗日国策。为了消除外界对“兵谏”的误会,张、杨 12

月 13日在《对时局通电》中,还特别提出对蒋介石要“保其安全,促

其反省”。 张学良还在同一天更进一步声明:“现在蒋介委员长极

为安全,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, 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

长个人,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。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,使

他反省,正是爱护他。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——

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,毅然主持抗日工作,我们马上绝对拥

护他,服从他!” 

　　应当承认,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,特别是在下层官兵里,确

实有过“审蒋”甚至“杀蒋”的呼声,但同,策划并主导着事变进程的

张、杨两将军,显然并不赞成这种主张。而由于他们在西安事变中

始终处于主导地位, 没有他们的认可, “审蒋”,在事实上也是行不

通的。循此策略当然也就谈不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

　　从以上 3 个方面的分析中不难得出结论, “审蒋”主张与和平

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绝不相容。但是,在蒋介石正准备组织百万兵

力向红军发动大规模“围剿”的时候, 在历史贯性的作用下,中共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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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产生“审蒋”主张,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尤其是在事变突然发

生,由于消息闭塞,中共尚未全面了解国内外各种势力对事变的反

应的情况下, 要求它立即制订出一套完整、正确的应变决策,那是

不可能的。

　　历史的事实是, 12月 17日,中共代表周恩来、博古、叶剑英等

应张、杨邀请抵达西安, 通过与各方深入接触,对国内外复杂的局

势有了广泛的了解,并把消息传送到陕北之后, 中共中央才放弃了

“审蒋”主张,于 18日制订了“保蒋安全”的策略,真正抓住了和平

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。19日,中共中央正式向党内发出《关于西安

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》,并向全国发出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

苏维埃中央政府提议召集和平会议通电》,公开地、全面地阐述了

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。从那时以后,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

协助和调解下,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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